
泽泻甘寒清泄肾浊，以防地黄之滋腻，茯苓甘淡平渗利脾湿，以
助山药之健运，牡丹皮辛苦寒以凉血清泄肝火，制约山茱萸之
温涩。前者为“三补”，后者为“三泻”，全方以泻佐补，补而不滞。
由于肾阴不足易致虚火上炎，所以“三泻”除有防止“三补”所产
生的副作用外，还可兼治标证，以达标本兼治之目的。

收散反佐法：适用于表虚不固、精气耗散、滑脱不收及出血
等病证，即在收涩的方药中配以少量的宣散、行气、活血的药
物，使涩而不滞，止而不瘀。 如主治外感风寒、内停水饮之小青
龙汤，方中麻黄、桂枝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干姜、细辛温肺化
饮，半夏燥湿化痰、蠲饮降浊，芍药配桂枝调和营卫，同时以五
味子酸甘收敛，与发散之品相配，一散一收，可防诸药辛散太过
而耗伤肺气。又如真人养脏汤用人参、白术、甘草、益气健脾，合
肉桂、肉豆蔻温中止泻，罂粟壳、诃子固肠止泻，佐以木香行气，
以顺“六腑以通为用”之性，使涩而不滞。

润燥反佐法：主要适用于阴虚燥证或水湿不化的病证。 主
要运用配伍反佐法，即在滋阴的方药中配伍少量的燥性药，使
滋而不腻，或在燥湿的方药中配伍少量的滋阴药以防燥之伤
阴。如《金匮要略》麦门冬汤，君以麦门冬七升，滋养肺胃兼清虚
火，并辅以参、草、枣、粳米，补益脾胃气阴，则津自归于肺，肺得
所养，乃“补土生金”，反佐一升辛温燥烈之半夏以燥佐润，开通
胃气，下气降逆；又《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云：“妇
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其中矾石，其性燥，燥可去湿，为何湿病用杏仁，程林注之云：杏
仁者，非以止带，以矾石质枯，佐杏仁一分，以润之。 可见，杏仁
在这里是为反佐矾石而设，以防其燥性太过。

诸如此类，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方中运用反佐配伍以“顺
其性而折之”往往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3.2 服法反佐法

服法反佐，即寒药热服、热药冷服、或少量服药、缓缓图之
的方法。”喻嘉言《医门法律》称：“寒药热服，借热以行寒；热药
寒服，假寒以行热，皆反佐变通之法也。”讲的就是服法反佐。

药物冷热服法的权变，源出《素问·五常政大论》，即“治热
以寒，温以行之；治寒以热，凉以行之”之义。如李东垣用承气汤
热服，虽系防止寒热格拒，实系正治法的灵活运用之变法。大承
气汤乃急下存阴之剂，苦寒降泄以清除实热，导热下行。如果这
苦寒之剂采用冷服，而体内里热炽盛，就如烧红的铁突然放到
冷水中一样，体内一时适应不了，寒热相争剧烈，相互格拒，即
所谓“大寒大热必能与违性者争，与异气者格”（ 《注解黄帝内经
素问》） ，患者容易出现呕吐。但如采用热服，稍稍顺应体内热邪
之性，使人体有适应缓冲的时间，则能避免呕吐，收到很好的效
果。 又如《脾胃论》中藿香安胃散治脾胃虚弱，寒气凝滞的不进
饮食，呕吐不待腐熟的病症。 以藿香、丁香、人参、橘红共为细
末，与生姜同煎，采用“和渣冷服”。 其冷服就属服药反佐法，以
“同气相求”，防止服药格拒。
3.3 炮制反佐法

炮制的反佐指将性味相反而又有协同作用的二味药物一

同炮制后取一入药，其目的是去药存性，即制约一药的偏性又
增加其功效。 如香连丸中将苦寒之黄连与辛热的吴茱萸同炒
后，只黄连入药，即是取反佐之意。

朱丹溪治久胃痛以栀子为向导，近代名医马培之喜用姜片
炒栀子，引药入胃固其一因，但清热之栀子，反佐之性温之姜

汁，更易发挥清热药的作用，这可能是另外一因，中药的姜制黄
连，其机似亦在此。 酒炒大黄泻下出现时间、次数、性状与生品
无明显差异，苦寒之大黄经过反佐辛热之老酒加工后效力不
减。如中药的炒制、姜制、酒制，甚至蜜制，炮制之意均在药味的
反佐。 另外，经过加工后“去性取用”的很多药物，也都含有“反
佐”的辩证思想。

“反佐”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中医理论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
中医学阴阳的动态平衡理论，其内容丰富，应用广泛，而目前大
多学者都只把反佐限制于方剂配伍范围，不利于反佐理论全面
有效地运用于临床，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疫气是构建温病学的基本范畴

李 林
（内蒙古医学院中医学院，010010）

  温病学科基本形成于清代中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温病、
温疫，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使温
病学理论及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不断更新和发展，走上了独
立发展的道路，并具有鲜明的特色。 疫气是构建温病学理论最
基本的概念，是温病病因学说的基本范畴，是形成温疫病的主
要病因。 本文就疫气范畴探讨如下。
1 疫气范畴的涵义

疫气在中医文献中又称为戾气、厉气、异气、疠气、疫毒、疫
邪、杂气、乖戾之气等，是引起疫病、温病的主要病因。作为温病
病因概念最早见于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曰：“伤寒、时行、温
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年岁中有厉气兼夹鬼毒
相注，名为温病。”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温病候》指出：“皆
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
易，乃致灭门。”而把疫气发展成系统的病因学说者当推明代的
温病学家吴又可，吴氏根据当时“延门阖户，众人相同”的大流
行特点，提出“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
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 《温疫
论·伤寒例正误》） “为病颇重，故名之疠气。”（ 《温疫论·杂气
论》） 。由此可见，疫气是引起各种传染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病原
微生物，虽名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呼，却是流行性、传染性疾
病病因范畴的高度概括。
2 疫气范畴的起源

疫气是疫病的主要病因，中医学对疫病的认识较早，可追
溯到殷商时期。在周代的典籍中已出现了“疫”这一名词，在《礼
记》中就多次提到疫病，如：“孟春行秋令，则民多疾疫”，“果实
早成，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丧”等。 至春秋战国时期，
《黄帝内经》亦多次提到。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有“气乃大
温，草木乃荣，民乃疠，温病乃作”，“疠大至，民善暴死”，“其病
温疠大行，远近咸苦”等记载。 《素问遗篇·刺法论》说：“五疫之
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至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
论》问世后，也提及到温病一词，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
者，为温病。”西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也有记载，其在《肘后
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中，列举了数首“辟瘟
疫”、“辟天行疫疠”的方剂。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温病诸
候凡三十四论”、“疫疠病诸候凡三论”，即是对温病、疫病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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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至唐代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收载了
“辟疫气”、“辟温疫气”的方剂，同时期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
也收录了防治温病与疫病的方剂数十首。

从战国至唐代这一时期，医家对疫气的认识仅停留在非时
之气，仍未脱离六淫的范畴，仍然用辛温治伤寒的办法治疗疫
病，没有形成疫病学、温病学的理论体系。
3 疫气范畴的发展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取得较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金元四
大家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疫病学的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宋代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提到：“四时自受乖气，
而成脏腑阴阳温毒者，……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
方，次则一乡，次则偏著一家。”在该书中将一切外感热病的病
因统称为毒，可以说其所指毒即指疫。 南宋郭雍《伤寒补亡论》
中指出了温疫与伤寒、温病之不同，其病因是“春天行非节之气
中人”，即气候反常而致“温气成疫”。 金代刘完素在《伤寒标本
心法类萃》中有关于疫病的治法，说：“凡伤寒、疫疠之病，何以
别之？盖脉不浮者，传染也……。”其大倡寒凉清热以治热病、疫
病，从而使温病、疫病的治疗得到较大发展。 张从正在《儒门事
亲》中说：“凡解利伤寒、时气疫疾，当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参
之。”指出治疗热病要综合分析，才能药到病除。李杲在《东垣试
效方》一书中对于治疗大头天行之病也有独到见解，其方普济
消毒饮是治疗大头瘟与痄腮的代表方剂。 元代朱丹溪在《金匮
钩玄》中说：“温病，众人病一般者是也，又谓之天行时疫，有三
法：宜升，宜降，宜散。”元末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指出“温病
不得混称伤寒。”在治法上分为两种途径，为温病学在治疗上提
供了理法方药。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疫气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
展，为温病学派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这一时期尚无疫
病学与温病学的专著出现，理论体系也未能形成。
4 疫气范畴的确立

疫气是明代吴又可提出的著名传染病病因观点，其代表著
作《温疫论》的问世为疫气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继吴氏之后的
戴天章更彰显其作，之后其他医家著述日丰，遂自成一派，形成
了温疫学派。吴氏在《温疫论·原序》中开宗明义说：“夫温疫之
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
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其中异气即所指的疫气。 清代之初
喻昌在《尚论篇》卷首“详论温疫以破大惑”一文对疫病也有所
阐发，其治疫用芳香、逐秽、解毒之法。 戴天章在《广瘟疫论》中
说：“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立
五辨和五治，其书名虽将“温”字改为“瘟”字，但并非专论瘟疫，
也包括了非瘟疫类的其他温病。之后杨栗山的《寒温条辨》一书
中指出：温病的病因为“天地疵疠早潦之杂气”。刘奎的《松峰说
疫》是继《温疫论》之后的又一部较为全面的疫病学专著，说：
“夫疫病所包甚广，而瘟疫特其一耳。”余霖在《疫疹一得》中对
疫病发斑疹之阐述较多，其从疫病斑疹的形、色判断预后的论
述对临床极具指导意义。

总之，明清时期疫病学专著相继问世，可谓蔚为大观，治疗
方法也丰富多样，对温疫的防治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
疫气范畴在这一时期才真正确立，使温疫学说走向了成熟。
5 疫气范畴在温病学中的意义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疫气这一概念，首先明确地指
出：疫气别于六淫，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超越了六淫致

病的范畴，而从春秋战国至宋金元时期诸多医家仅仅认识到疫
病的传染性、流行性，但在病因上仍未突破六淫致病的范畴，因
此，吴有性的疫气学说不仅没有沿袭病因旧说，而是大胆地提
出新的病原学观点，为现代传染病学、现代微生物学发展树立
了新的里程碑。其次吴氏提出的疫气学说为传染病学的防治起
到积极作用。其“以物制气，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的设
想，为今天的传染病治疗提供了思路。 由于疫气范畴所含范围
较广，而传染病病原体也纷繁复杂，种类繁多，所以一种病毒的
产生需要相对应的药物才能得到控制，这正体现了吴有性疫气
中“一病只须一药”的道理，纵然疫气学说由于没有纳入中医固
有的思维模式中，使之在清代之后一度冷落而没有得到发展，
但现代医学的引入使疫气学说再次崭露出勃勃生机，为后世温
病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基础。

综上，疫气范畴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实践探索以及思维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医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事着长期的临
床实践，从所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中逐步抽象出温病的疫气范
畴，这一概念范畴又进一步促进了温病学的体系化、科学化建
设，使温病学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

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疫气范畴的
发展，反映出温病学的理论思维在临床实践中科学应用，深入
研究温病学科的范畴及范畴体系，将为温病学科的创新发展提
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学思路的借鉴，以此推动温病学科进一步
的发展。

对“单行”涵义的思考
姜 开 运

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药教研室（110032）
  中药“单行”之说，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云：“药有阴阳配
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
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合
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
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对“单行”而言，在此段文字中
只提到“单行”的名称，既没有具体解释其含义，也没有类似其
他“六情”提出临床应用的原则。因此，后世根据对文字的理解，
作出诸多解释。

单行是用单味药治疗病情单一的疾病。明代学者陈嘉谟在
《本草蒙筌》中较早对“单行”做出解释，即“单行者，不与诸药共
剂而独能攻补也。 如方书所载独参汤、独桔汤之类是尔。”陈氏
认为，单行是使用单味药来治疗疾病。 其后李时珍《本草纲目》
亦提出“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这种观点被大多数医家所认
可，成为现今通行的观点。历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统编《中药
学》教材均持这一观点，即单味药治疗病情单一的疾病，药物不
须与其他药物配伍。

然而在《神农本草经》中云：“药有阴阳配合，……凡此七
情，合和视之……。”此处“合”有配合之意，“和”为谐和、协调之
意。 可见，《神农本草经》中所讨论的“七情”是药与药在配合使
用时可能出现的7种情况，只要是“七情”中的任何一“情”，都应
该是药物的配合应用。 既不应该将单行视为药物配伍之外，也
不应该认为单行是在讨论方的单复问题。因此，陈嘉谟的“不与
诸药共剂”以及李时珍的“单方不用辅也”显然不符合《神农本
草经》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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